
第 23 卷第 6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3 No.6 
2017 年 11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                       Nov. 2017 

 

 

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与“诗”学阐释的本质 
——以“刺诗”“淫诗”之争为中心 

 

石超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0444) 
 

摘要：从接收者“二次叙述化”的视角看，“刺诗”与“淫诗”的界定其实是不同时期的解释社群在面临《诗经》

文本时，采取不同的“二次叙述化”方式导致的结果。“刺诗”与“淫诗”之争的本质也是不同时期的解释社群

在接受《诗经》时的“二次叙述化”方式之争。解释社群不同，“二次叙述化”的方式就不同，对“诗”旨的阐

释也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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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经》接受史上，“淫诗”与“刺诗”的界

定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某种程度上而言，孔子“不

删郑卫”的做法就注定了后世的这一场“刺诗”与“淫

诗”之争。汉儒以齐、鲁、韩、毛“四家诗”为代表，

后来《毛诗》和郑“笺”被定于一尊，以“刺诗”为

主导；从唐至五代，以孔颖达为代表，他们延续汉儒

的看法，甚至将毛“传”和郑“笺”视为经文遵奉，

以“美刺之说”解诗；宋儒以朱熹为代表，其《诗集

传》背离“诗序”传统，认为国风中多有淫奔之辞，

形成了与“刺诗”截然对立的“淫诗”之说；从元至

清代，儒生则多复引“诗序”，反对朱熹的“淫诗”说。

当下仍有不少学者研究“淫诗”与“刺诗”问题：如

廖群先生从作者自言、代言视角切入，认为“诗序”

以代言视之，是“刺诗”之作，《诗集传》以自言解之，

为“淫诗”之作[1]；莫砺锋先生则认为朱熹“淫诗说”

的实质是正视人的情感，是从经学走向文学的转向[2]。

除上述两位先生外，还有不少研究者涉足这一论题，

综合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基本上都是立足于从《诗

经》文本本身出发，为“刺诗”和“淫诗”的界定寻

找立论依据。 

从文本视角出发是解诗的传统路径，相关研究成

果为我们理解“淫诗”与“刺诗”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但从另一层面而言，这种解诗路径在确立“淫诗”与

“刺诗”的标准时无法得到圆融的解释。因此，笔者

认为，完全从文本出发，并不足以解释为何在面临一

首叙事结构极其简单的诗歌文本时，“诗序”和朱熹的

解释为何截然相反。而从接受的视角出发，可能更容

易找到比较圆融的解释。因为每位读者在接收一个叙

事文本时，其实都经历了接收者“二次叙述化”的过

程，在此过程中，意义的生成并不仅仅由文本构成，

而是由文本的叙事框架和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共同   

生成。 

 

一、“刺诗”与“淫诗”之争的症结 

 

朱熹和“诗序”关于“刺诗”“淫诗”的分歧主要

在《国风》部分，且集中在《郑风》《卫风》和《陈风》

中。《诗集传》言：“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

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

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

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恶之意，

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

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

卫，盖举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诗可以观，岂不信

哉！”[3]可知朱子并不认为郑、卫之诗皆为淫诗之作，

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认为“卫人犹多刺讥惩恶之意”。

也就是说，朱熹认可“诗序”所谓“刺诗”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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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径，但是认为其中有部分“淫诗”之作，即两者

在解诗的路径上有其共通性，只是对少数诗作的认定

存在差异。 
关于朱子指认的“淫诗”篇目，后世学者多有争

议，原因在于朱子的衡量标准并不明确。为廓清“诗

序”和《诗集传》关于“刺诗”“淫诗”的认定标准，

兹录表 1 进行比较： 
朱熹从未正面阐述过究竟何为“淫诗”，但从朱子 

 

表 1  《<毛诗序>与<诗集传>“淫诗”对照表》 

《国风》篇名 《毛诗序》 《诗集传》 

邶风·静女 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 此淫奔期会之诗也 

鄘风·桑中 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 
此人自言将采唐于沫，而与其所思之人相期会

迎送如此也 

鄘风·蝃 
止奔也。卫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国人不齿

也 
此刺淫奔之诗 

卫风·氓 

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

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背弃，或乃困而自悔丧其

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序其事，以道其悔恨之

意也 

卫风·有狐 
刺时也。卫之男女失时，丧其妃耦也。古者国有凶荒，

则杀礼而多昏。会男女之无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国乱民散，丧其妃耦。有寡女见鳏夫而欲嫁之，

故托言有狐独行，而忧其无裳也 

卫风·木瓜 美齐桓公也 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 

王风·采葛 
惧谗也。桓王之时，政事不明，臣无大小使出者，则

为谗人所毁，故惧之 
盖淫奔者脱以行也 

王风·大车 
刺周大夫也。礼义陵迟，男女淫奔，故陈古以刺今大

夫不能听男女之讼焉 
古之欲淫奔者之辞 

王风·丘中有麻 
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

也 

妇人望其所与私者不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

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 

郑风·将仲子 刺庄公也 莆田郑氏曰：此淫奔者之辞 

郑风·叔于田 
刺庄公也。叔处于京，缮甲兵以出于田，国人说而归

之 
或疑此亦民间男女相悦之词也 

郑风·遵大路 思君子也。庄公失道，君子去之。国人思望焉 
淫妇为人所弃，故于其去也……亦男女相悦之

词也 

郑风·有女同车 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 此疑亦淫奔之诗 

郑风·山有扶苏 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淫女戏其所私者 

郑风·萚兮 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此淫女之词 

郑风·狡童 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 此亦淫女见绝，而戏其人之词 

郑风·褰裳 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也 淫女语其所私者 

郑风·丰 刺乱也。婚姻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
妇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妇人以有异志不

从 

郑风·东门之 刺乱也。男女有不待礼而相奔者也 

门之旁有，之外有坂，坂之上有草，识其所与

淫者之居也。室迩人远者，思之而未得见之词

也 

郑风·风雨 思君子也。乱也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所期之人而悦也 

郑风·子衿 刺学校废也 此亦淫奔之诗 

郑风·扬之水 
闵无臣也。君子闵忽之无忠臣良士，终以死亡，而作

是诗也 
淫者相谓 

郑风·出其东门 
闵乱也。公子五争，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民人思保

其室家焉 
人见淫奔之女，而作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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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风·野有蔓草 
思遇时也。君之泽不下流，民穷于兵革，男女失时，

思不期而会焉 
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间，故赋其所在以起兴

郑风·溱洧 
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

焉 
此诗淫奔者自叙之词 

齐风·东方之日 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 言此女蹑我之迹而相就也 

唐风·绸缪 刺晋乱也。国乱则婚姻不得其时焉 夫妇相语之词也 

陈风·东门之枌 
疾乱也。幽公淫荒，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亟

会于道路，歌舞于市井尔 
此男女聚会歌舞，而赋其事以相乐也 

陈风·东门之池 刺时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贤女子以配君子也 
此亦男女会遇之词。盖因其会遇之地、所见之

物以起兴也 

陈风·东方之杨 刺时也。昏姻失时，男女多违，亲迎女犹有不至者也
此亦男女期会而有负约不至者，故因其所见以

起兴也 

陈风·防有鹊巢 忧谗贼也。宣公多信谗，君子忧惧焉 此男女之有私而忧或间之之词 

陈风·月出 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焉 此亦男女相悦而相念之辞 

陈风·泽陂 
刺时也。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悦，忧思感伤

焉 
此诗大旨与《月出》相类 

 

对诗篇的断语、与时人的问答以及后儒对“淫诗”说

的辩解中，大抵可以推证出“淫诗”观念的核心要义。

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根据《诗集传》所认定的“淫诗”

篇目，提出淫诗即“指以为男女淫泆奔诱而自作诗以

叙其事者”[4]。此概念中有两条标准，一是“男女淫

泆奔诱”，意指诗歌所叙之内容；二是“自作诗以叙其

事”，意指诗歌的叙事方式，需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才

是“淫诗”。通过细读表 1 朱子对于“淫诗”的判断后，

我们发现，马端临所认定的两条“淫诗”标准，其实

并不完全准确。 
就诗歌所叙之内容而言，“男女淫泆奔诱”并不是

一条特别明晰的标准，原因在于其衡量标准是变动不

居的。如《邶风·静女》《卫风·木瓜》《陈风·月出》

等诗作，《毛诗序》皆言“美刺”，而《诗集传》独标

“淫奔”，今日看来，这些诗作亦不过是男女之间纯粹

的感情之事，难说一定是“美刺”或“淫奔”。由此可

见，不同时期的人们对诗作内容的界定是有偏差的，

不可一概而论，朱熹量定的“男女淫泆奔诱”之辞，

在别人看来未必尽然。就诗歌的叙事方式而言，虽有

统一的标准，却无法丈量所有的诗作。如朱子认为《郑

风·出其东门》即是“人见淫奔之女，而作此诗”，可

知非自作诗。在表 1 所胪列的“淫诗”中，朱子仅言

《郑风·溱洧》乃“淫奔者自叙之词”，《郑风·山有

扶苏》是“淫女戏其所私者”，《郑风·狡童》是“淫

女见绝，而戏其人之词”，除了这三首可视作是“男女

淫泆奔诱而自作”外，其余“判词”的言说方式与《毛

诗序》无异，无法直接判断是否为自作诗，从诗作内

容层面亦难下定论。对于“非淫诗”的界定，朱熹也

多用“自作”之语，如《周南·卷耳》，“此亦后妃所

自作，可以见其贞静专一之至矣”；《邶风·谷风》，“妇

人为夫所弃，故作此诗，以叙其悲怨之情”；《卫风·伯

兮》，“妇人以夫久从征役，而作是诗”。这些诗均是自

作诗，而朱熹却认为是“美诗”或“刺诗”。因此，用

自叙诗这种叙事方式来界定“淫诗”亦不完全准确。

联系上述两条标准来看，由于“男女淫泆奔诱”的标

准不够明晰，所以很多诗歌即便满足了“自作诗以叙

其事”的条件，亦不能形成统一的标准，认定其为    

“淫诗”。 

联系马端临总结的“淫诗”标准和朱熹对“淫诗”

所下的判词，我们不难发现，《诗集传》与《毛诗序》

阐释“诗”旨的言说方式并无二致，多是联系本事，

直指诗作意旨。至于诗作本事何谓？则难有定论，“刺”

“淫”之争自此而出。换言之，如果我们单从诗作文

本出发，并不能总结出一条清晰明确的“淫诗”标准，

既完全贴合朱子的判断，又能令儒生信服，那么，就

只能从文本之外的因素寻求根源。正是从这一层面出

发，马端临才进一步阐明：“《序》不可废，则《桑中》、

《溱洧》何嫌其为刺奔乎？盖尝论之，均一劳苦之辞

也，出于叙情闵劳者之口则为正雅，而出于困役伤财

者之口则为变风也；均一淫泆之词也，出于奔者之口

则可删，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则可录也；均一爱戴之辞

也，出于爱叔段、桓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郑庄、

晋昭者之口则可录也。”[5]也就是说，诗人的身份(“叙

情闵劳者”“困役伤财者”“奔者”或“刺奔者”)以及

诗篇所叙写之本事(“爱叔段”或“刺郑庄”)等“外

部因素”成为判定诗歌性质的重要依据。不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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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宋代学者也有类似看法，如黄曛在转述孔子与

子夏关于“绘事后素”的问答后，盛赞子夏言《诗》

的方式曰：“《诗》之为《诗》，岂可于言语文字间而有

得哉？”[5]即要真正体悟《诗经》的旨趣，就必须超

脱言语的桎梏。 

综上可知，单从诗歌所叙之内容或本事并不足以

厘清“刺诗”与“淫诗”之争的实质，还需要寻求文

本之外的因素。 

 

二、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与 
《诗经》的接受 

 
通常认为，“叙述就是讲故事，给一系列事件以特

殊的形式，从而产生相当于或大于各个部分之总和的

意义”[6]。这里的叙述是指向叙述者的，即叙述者通

过一定的媒介形式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组成一条有

意义的符号链，呈现出开放性的结构以供读者接受。

以《郑风·将仲子》为例，全诗以女主人公为叙述者，

一边反复申述“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

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

又一边自陈内心“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

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

之言亦可畏也。……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

言亦可畏也”。此诗既有当下时空的心理感受，即“仲

可怀也”，又有对未来事件的预叙，即逾我里而折我树

杞将导致父母之言，逾我墙而折我树桑将导致诸兄之

言，逾我园而折我树檀将导致人之多言。此诗叙述者

将当下与未来串联起来，事件与事件之间形成前后相

连的情节结构，最终建构起一条有意义的符号链，顺

利完成了叙述的任务。 
如果说传统的叙述观念只涉及到叙述者这一个主

体概念的话，那么现代叙述观念则关注到了两个主体，

即除了叙述者这个主体之外，还有接收者这一主体的

叙述问题。具体而言，“叙述包含两个主体进行的两个

叙述化过程。第一个叙述化，是把某种事件组合进一

个文本；第二个叙述化，是在文本中读出一个卷入人

物的情节，这两者都需要主体有意识的努力，两者经

常不相应，但接收者解释出文本中的情节，是叙述体

裁的文化程式的期盼。”[7]换言之，叙述者的叙述是“一

次叙述化”，而接收者的叙述是“二次叙述化”。所谓

“一次叙述化”，其实发生在文本构成过程中，即“在

一个文本中加入叙述性，从而把一个符号文本变成叙

述文本”[8](106)，其过程就是符号的情节化加媒介化，

如上文提及的《郑风·将仲子》文本。“二次叙述化，

发生在文本接收过程中。只有叙述化，只有叙述文本，

而没有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文本就没有完成叙述传

达过程，任何文本必须经过二次叙述化，才能最后成

为叙述文本。这个过程并不只是理解叙述文本，也并

不只是回顾情节，而是追溯出情节的意义。”[8](106)如

《毛诗序》、郑玄、朱熹等人对于《郑风·将仲子》的

理解，即是对文本完成“二次叙述化”的基础上实现

的。也就是说，作为“一次叙述化”的文本而言，文

本本身只是一条有意义的符号链，但无法直接昭示意

义，它呈现的是一个开放性的情节结构，必须通过接

收者的“二次叙述化”才能最终实现其意义的传达。 
“二次叙述化”不同于读者反应理论和接受美学，

虽然后两者也认为文本意义的生成必须依靠接收者，

但“二次叙述化”并未赋予读者更多的内涵和权力。

在接收者“二次叙述化”的过程中，并不是完全无标

准的无限衍义，而是必须奉行一定的标准，即遵循“一

个社会文化中的‘解释社群’在接受文本时大致遵从

的规律”。简言之，就是把文本中的时间、人物、情景、

变化等叙述因素加以“落实”，挖掘文本的意义[8](107)，

即“读者用一定的方式读出文本中的意义”。根据二次

叙述要完成任务的复杂程度，赵毅衡先生将其分为四

个等次：对应式二次叙述，见于“人文性”相当弱的

叙述，如情报信息的传达；还原式二次叙述，见于情

节比较混乱的文本，需要重建文本的叙述；妥协式二

次叙述，见于情节非常混乱的文本，需要再建文本的

叙述；创造式二次叙述，见于情节自相矛盾到逻辑上

不成立地步的文本，需要创建文本的叙述[8](107)。对于

文学文本而言，简单的对应式二次叙述并不足以发掘

出文本的深层含义，必然是还原式二次叙述、妥协式

二次叙述，甚至更多地需要创造式二次叙述。 

除了必须遵循一定的方式外，“二次叙述化”的主

体还必须是“拥有文化条件和认知能力的‘解释社

群’”，因为“二次叙述能力并不是天然的，部分可能

来自‘人性’(人类讲故事的能力)，更大的部分来自

社会文化修养，此种能力，是某个文化中的人长期受

熏陶的产物”[8](108)。换言之，并非任何一个接收者都

能顺利完成“二次叙述化”的任务，它需要接收主体

长期濡染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修养，拥有较强的阅

读理解能力，才能理解文本中的深层含义。正如一个

没有多少阅读经验的接收者，很难挖掘出《红楼梦》

的深层含义。从《诗经》的历代接收主体来看，可以

说他们都具有较高层次的社会文化修养，从小就饱读

诗书，阅读理解能力自是不差。郑玄、朱熹等经学大

师，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由此可知，对《诗经》进行

“二次叙述化”的接收主体都是完全可以胜任的，之

所以出现了“刺诗”与“淫诗”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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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二次叙述化”的方式不同所致。 
 

三、创造式“二次叙述化”与“刺诗” 
“淫诗”之争的实质 

 
上文论及，“一次叙述化”文本无法直接昭示其意

义，必须依靠接收者的“二度叙述化”才能最终生成

其意义，且对“二度叙述化”的主体和方式也做了相

应的规定。对于《诗经》而言，文本本身已经完成了

“一次叙述化”，即文本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有意义的

符号链，需要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来昭示其意义。

作为《诗经》的历代接收者而言，也都是完全可以胜

任“二次叙述化”任务的主体，即“解释社群”的行

为个体。以《郑风·将仲子》为例，诗中的男女主人

公、两者之间的故事以及故事发生的时间和情境都是

相对明晰的，并未出现情节混乱或是逻辑不清的情况。

全诗选取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呼号的“顷刻”，既可上

溯到“顷刻前”——女主人公“仲可怀也”的心理，

亦可推至“顷刻后”——折我树杞而致父母之言，整

个故事简明直白，讲述的就是热恋中的少女对“仲子”

的深情及矛盾心理。也就是说，“一次叙述化”所呈现

出的叙述文本并不难理解，那么接收者在“二次叙述

化”时无需大费周章即可“落实”文本的潜在意义，

且意义的指向也应相对固定。 
但从《郑风·将仲子》的实际接受情况来看，文

本衍生出的意义并不是相对固定的，而是截然相反。

《毛诗序》云：“《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

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

忍以致大乱焉。”郑玄笺云：“庄公之母，谓武姜。生

庄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无礼。公不早为之所，而使

骄慢。”朱熹则认为此诗为“淫奔者之辞”，即前两者

认为是“刺诗”，而后者认为是“淫诗”。姚际恒和方

玉润又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姚际恒认为：“女子为此

婉转之辞以谢男子，而以父母诸兄及人言可畏，大有

廉耻，又岂得为淫者哉！”[9]方玉润亦不认为是“淫诗”， 
“女子既有所畏而不从，则不得谓之为奔，亦不得谓

之为淫。”[10]不难发现，后世接受者在面对《将仲子》

这一叙事结构完备、情节逻辑清晰的文本时，本该指

向相对固定的意义，却得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综

观《邶风·静女》《卫风·木瓜》《陈风·月出》等《诗

经》中的其他诗作，其结论亦是如此。也就是说，作

为完全可以胜任“二次叙述化”任务的主体，在面对

“一次叙述化”相对成熟和完善的文本时，却得出了

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结论。究其原因，只能是“二

次叙述化”的方式不同所致。 

对于叙事结构完备、情节逻辑清晰的叙述文本而

言，只需对应式“二次叙述化”即可挖掘出其潜在意

义。既然后世接受者对于《诗经》文本的解读不尽一

致，则非对应式二次叙述、还原式二次叙述和妥协式

二次叙述所能实现的，定是接受者在面对“在道义伦

理上过于‘犯忌’的文本”时，进行了创造式“二次

叙述化”，才衍生出不尽相同的解读结果。“某些叙述

明显违反道德和文明准则，但是又不得不接受之，此

时就必须找出文本的‘代偿价值’。任何叙述必须以道

义立足，要想让犯忌的主题立足，就必须更新社会的

道义准则，这在文学史上已经是屡见不鲜。”[8](113)如

对于《红字》《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这一类的作品，既

无法采取对应式或还原式二次叙述，又不能妥协，因

此，“二次叙述就必须创造新的道德理由来接受    
之”[8](113)。后世接受者对于《诗经》的解读即是如此，

至于为何进行这种创造式“二次叙述化”，就得从《诗

经》内容的编选中寻求答案。 
一般认为，《诗经》乃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

家》载：“‘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

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

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

雅始，清庙为颂始’。”[11]孔子返回鲁国的时间是鲁哀

公十一年(公元前 484 年)，其编选《诗经》当在此之

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544 年)记有吴国公

子在鲁国观乐一事，其载：“为之歌《郑》，曰：‘美哉！

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12]综合史料可

知，早在孔子编选《诗经》之前，“郑音”的靡靡之态

就已凸显。但这里的《诗经·郑风》与“郑音”是截

然不同的，“郑风”反映的是当时正统的婚恋观念，是

具有礼仪教化功能的，而“郑音”则是春秋末年礼崩

乐坏的情况下所兴盛的通俗音乐。后世多混为一谈，

所以诸多渲淫诲道之作才屡屡以孔子“不删郑卫”为

借口，而宣扬其道统地位。如《青楼韵语》“弁言”即

云：“如曰表章艳才、掇拾绮语，等于导欲宣淫，陷人

于惑溺之蹊，则孔子大圣不删郑卫，渊明高士不讳闲

情，亦得谓之导欲宣淫乎？玄度子云：‘此书从讲道学

中得来。余亦以为此书非真道学者不能读’。”[13] 

孔子编选《诗经》的宗旨在于教化民众，所选篇

章的思想内容必然符合当时的礼制规范，正如其所言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足见所

选诗歌的正统性和典范性。虽然《郑风》《卫风》多为

爱情诗歌，但诗歌所反映的内容符合当时的礼仪。如

《郑风·扬之水》表达了夫妻白头偕老的愿望，《郑

风·出其东门》传达了男子对女子的忠贞之心，《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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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萚兮》反映了上巳节男女相会的习俗。《周礼·地

官·媒氏》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

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

者而会之。”由此可见，诗中描写仲春之月的男女相会

是符合周礼的，且是受到鼓励的。 
《诗大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

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不难发现，《毛

诗序》对于“诗”旨的阐释与孔子编选《诗经》的宗

旨是一脉相承的，即不仅要反映当时的婚恋习俗，还

要隐喻一些政治事件，达到或“美”或“刺”的效果，

以实现其教化意义。与后世相比，周代的婚恋观呈现

出更大的自由度，但《毛诗序》和郑玄所处的时代毕

竟已不同于周礼时期，原本符合周礼的爱情诗歌，此

时恐怕难以被解释社群接受。因此，当《毛诗序》和

郑玄迫于当时《解释社群》的压力时，并不能直陈其

为“淫诗”，只能进行一番改造，进行创造式的“二次

叙述”。即“当二次叙述者的忍耐力与道德能力推到极

端，如果接收者，甚至整个解释社群承受不起，就会

选择放弃，叙述交流就此中断。此时就必须假以时日，

文化有可能让解释社群得到足够的‘教育培养’，改变

接受态度”[8](113)。《毛诗序》云：“《周南》《召南》，

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

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

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为了维护《诗经》

的道统地位，也为了维护儒家倡导的温柔敦厚的诗教

传统，在面对道德上无法还原也无法妥协的“靡靡之

音”时，《毛诗序》采取了创造新的道德理由的方式来

诠释它，即将原本简单还原的二次叙述演变为创造性

的二次叙述，以示刺示戒的方式迂回到道统上来，强

化诗歌的教化作用。换言之，接受者必须将原本所谓

的“诲淫诲盗”之诗强行纳入“经”书范畴中，符合

其宣扬的“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

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

才能维护其“经”书的地位。 
我们发现，在汉儒阐释“诗”旨的过程中，除了

力图维护诗教传统外，还因礼教观念的变化出现了对

于爱情诗歌的不同理解。如经师们已用“淫风”(《郑

风·溱洧》)、“淫佚”(《卫风·氓》)、“淫昏”(《陈

风·东门之池》)、“淫乱”(《邶风·匏有苦叶》)、“淫

奔”(《齐风·东方之日》)、“淫恣”(《桧风·隰有苌

楚》)等词汇诠释诗旨，爬梳汉代“三家”《诗》之传

说，亦是如此。清代王先谦认为“三家”诗对于《齐

风·南山》《陈风·泽陂》等诗的诠释与“毛诗序”相

似，均是讥刺君臣淫乱国中[14]。无论是古文经学，还

是今文经学，汉儒对于《诗经》意旨的解读虽涉及到

“淫”字词汇，但都创造性地回归到了“刺诗”道统

上。这一点，清人也早已言明，“汉儒言《诗》，不过

美刺二端。”[15]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的

“解释社群”得到了越来越多教育的培养，他们的接

受态度慢慢发生了变化，原本符合周礼的爱情诗歌此

时再难让人信服，但囿于诗教传统的强大话语体系，

只能遮蔽掉已现端倪的“淫诗”观念。 
清代学者陈启源认为《诗经》中有“淫奔之辞”

的观念应源于康成，其言：“郑以为女欲奔男之词，遂

为朱《传》之滥觞也。”[16]可以说朱熹的“淫诗”说

滥觞于汉代，他是将原先遮蔽的“淫诗”观念以一种

颠覆性的方式直接呈现给了世人。因为对于《诗经》

而言，宋儒是新的解释社群，汉儒那一套创造式“二

次叙述化”得出的结果并不足以使他们信服，反而会

显得欲盖弥彰。与汉儒不同的是，宋儒在论诗时，“诗”

的创作主体及其叙写对象都变成了平民，不再是汉儒

所认定的“庙堂”“公族”。如朱熹在认定“淫诗”时，

常言某诗即是“男女淫奔”“男女相悦”之辞，而不是

刺某公、某王、某公室。不仅如此，朱熹还在对《东

方之日》序文的辩说中，直言《诗序》所谓“君臣失

道”于诗义无征，荒谬无伦。不难发现，汉儒解诗的

“美刺”框架逐渐被瓦解，诗旨不再指向上层的君主、

公族，对其进行讽谏，而是转而成为吟咏普通男女情

性的篇章。这种由上向下的转移不是突然发生的，而

是在潜移默化中随着解释社群的变化而呈现出来的，

这种变化趋势与文学叙述对象的下移也是一脉相承

的。也就是说，宋儒们不再需要像汉儒那样为了维护

经学道统之地位，重新创造新的价值观念，他们逐渐

拆解了汉唐《诗经》学中的“美刺”阐释框架，显示

出对诗歌真义的自觉反思，同时，也开启了对“思无邪”

观念的重新解读。这种态度既源于宋代对汉唐学术的反

思，也是宋人欲超越权威而必然采取的一种选择。 

宋儒在正视“淫诗”的同时，也衍生出了以心性

解诗的路径。如姜夔认为：“《三百篇》美刺箴怨皆无

迹，当以心会心。”[17]而这也直接开启了清儒以心性

观念消解朱熹“淫诗”之说的大门。由宋到清，《诗经》

的解释社群又发生了变化，清儒们对《诗经》意旨的

解读也随之而变，他们既不同意朱子的“淫诗”说，

又无法回复到汉儒时代的“美刺”传统，因此，以应

撝谦、毛奇龄为代表的清儒们从心性的视角对朱子的

“淫诗”说进行了辩解。如毛奇龄对读《诗经》“思无

邪”的观念给出了清晰的说明： 

读《诗》无邪，读“淫诗”则必不能无邪。《桑中》、

《鹑贲》皆刺淫诗。刺淫非淫，犹之刺暴非暴，刺乱

非乱也，故可读。若朱子所改“淫诗”，皆君臣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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嫪嫪缠绵悱恻，刺心洞骨之语，一变作淫，则如 言淫

胏事从 肠道出，魂魄俱动，焉得无邪？故宋元中子(即

黎立武) 惄作《经论》谓：少读箕子《麦秀歌》 焉流涕，

稍长读《狡童》而淫心生焉，一若邻人之妇，皆目挑

而心招者。既久读《小序》，然后知《狡童》刺忽，爽

然自失。盖读《诗》之全系于说《诗》如此。今既已

妄说，而又欲责读者以无邪，是置身娼室，亲闻咬声，

而使之正心，其为大无理、大罪过莫甚于此。[18] 

应撝谦亦云：“(淫诗)当时采之既不存其实，则读

之亦不以其柄。或以意逆志、尚论其世；或赋诗断章、

予取所求，今之毛、韩两家是也。皆善诵之微理也，

读之不以其柄，则取之各以其意，不以淫诗解之，唯

所欲言耳。”[19]不难发现，毛奇龄和应撝谦亟待消解

掉朱子“淫辞”的概念，以重新建构起对“诗”旨的

合理阐释。 

综上所述，因为解释社群天然带有时代印记，所

以不同时期的《诗经》接受群体，在阐释“诗”旨时

会选择不同的“二次叙述化”方式，即便是都采用了

创造式“二次叙述化”的方式，也会带有各自鲜明的

时代特色。正因如此，各个时代的“诗”旨阐释才不

尽相同。无论是汉儒的“美刺”传统，朱子的“淫诗”

之说，还是清儒的以心性释“淫诗”，其实都不是面对

《诗经》这一简单叙事文本进行的对应式“二次叙述

化”，而是在各自解释社群的左右下所做出的一次较为

合理的“二次叙述化”。因此，“刺诗”与“淫诗”之

争，其实是不同时期的解释社群接受《诗经》时“二

次叙述化”的方式之争，妥协接受《诗经》文本也罢，

悬置文本、重新建构道德标准也罢，都是特定时期的

解释社群选择“二次叙述化”的结果。 

 
注释： 
 
① 马端临认为朱子所定“淫诗”有 24 篇([元]马端临撰：《文献通

考》，卷一七八，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万有文库十通本，

第 1540 页)；莫砺锋定为 30 篇(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5 页)；檀作文定为

28 篇(檀作文著：《朱熹诗经学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1 页)；程元敏定为 29 篇(程元敏著：《王柏之生平

与学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11 年版，第 863 页)；吴洋

定“淫诗”25 篇，“准淫诗”3 篇(吴洋著：《朱熹〈诗经〉学

思想探源及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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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narration and the nature of interpretation of 

Shi Jing: Taking argument of Ci and Yin as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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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view of Shi Jing’s accept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i (刺) and Yin (淫) is the difference of “second 
narration ” strategies adopted by different interpreting groups and the “second narration” is the nature of the argument 
of Ci and Yin. Different interpreting groups adopt different ways of “second narration” and therefore, the meaning of 
poetry i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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